我最有成就感的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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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创新型国家靠的是什么？艾伦·麦克迪尔米德教授讲过好几次——科学取决于人。但是，光有人才还不够，还要有能让人才发挥才能的环境。这就是大学成功三要素(有形资产,人力资源和文化内涵)的第三个要素,在当前的中国,其重要性决不亚于第二要素.
今年6月我在国务委员陈至立的办公室，和她一起回忆起近20年前的一段往事——

那是1987年10月的一天，早上7点，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科技工作委员会书记的陈至立同志亲自陪同我去嘉定中科院上海原子核所出任所长。其实，是否要接任这个职务，我有过很长时间的犹豫。1986年底，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对我说，你是不是愿意到原子核所去当所长，我说我不敢，因为那个所当时是出了名的“内斗”所，《文汇报》曾发过“原子核‘内耗’”一文，反映的就是这个情况。所以，我半年内一直没有回应此事。而该所党委书记巴延年在半年内5次到我家来，他的诚意感动了我。我觉得有这样的组织，有这么对待知识分子的党委书记，这个所就是有希望的。后来,陈至立同志又亲自到我家来邀请.于是,我决心到该所去兼职.过不久,我们全家应邀去了日本，但是,当获悉任命书已下达时,我一个人于1987年10月17日晚提早回来了。第二天一早，陈至立与巴延年同志就陪我去走马上任。她在任命大会上说：“杨先生国内国外的事情都很忙，你们不能要求他有很多时间都化在所里，希望大家要多包涵。”我即表态,我的心到了(真是如此!)会后,至立同志几次打电话给我,问我有什么困难,用车有没有问题,家里有没有电话…,使人感到一股暖意.
这个所的所长我一干就是14年，14年里我平均一个星期才去一二天，很不尽职。在英文中，“所长”就是director，即是指方向的人，方向指定了，指对了,我的主要任务就完成了。其实现在想想，我还是有点后怕：万一方向指错了怎么办？万一有人暗中跟我较劲怎么办？但是，当时的党委为我营造了一个氛围，这个氛围促成了一些合理想法能够生存与发展。譬如,在我参加了时任上海市长朱榕基宴请李政道博士的”四菜一汤”的晚宴后,我深感,在这种场合,一个精致的菜远远优于10道平庸的菜.这时,我又想起了伟大物理学家玻尔的名言:”丹麦是个只有500万人口的小国,不能什么都搞;要搞的,都应搞得世界领先,要世界承认我们!” 有了这些想法后,我到所里召开有关研究人员会议,希望大家集中力量搞有创新的课题,放弃那些意义不大又浪费时间的课题. 然而,说来容易,做起来可真不容易! 如果没有党委做深入的思想工作,没有中国科学院的大力支持,那是不可能实现的!
回顾这14年，可以说，这是我一生中间最有成就感的14年，也是最愉快的14年。在这14年里，整个原子核所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譬如,在我国发现了第一个新核素;又如,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超灵敏小型回旋加速器质谱仪”，成为我国核技术研究中具有独创性的重大成果。而这项国家自然基金会的研究项目，是由一个副研究员领衔的，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创举。正是当时原子核所党委营造的那种氛围，培养造就了这些人才，同时也吸引了更多优秀的人才投身到这个所来。目前该所正在建设我国最大的科学工程,”上海光源”.
点评

一所大学，一个研究所，都需要有领军的人才。但光有大师还不够，还要有文化内涵，即能留住这些大师、让人才得以成长的环境。在这方面，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能给我们更多的启示：为什么它能连续多年位列世界名校榜前茅?为何从这里能走出二三十位诺贝尔奖得主、十多位菲尔茨奖及其他重要学术奖得主？你只要看怀尔斯和纳什的例子就够了。

怀尔斯在普林斯顿大学9年没出过论文和成果，但学校还是允许他存在。正是因为这种宽容，使得他能潜心自己的研究，最终证明了“费马大定理”，并成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茨奖”惟一的特别奖获得者。另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纳什，他早年出成果后不久，就得了精神分裂症，一病就是30年。难能可贵的是，普林斯顿大学依然把他留在大学里，并多方予以照顾，使得他的天才并没有因为他的病而被埋没。在学校和家人的关爱下，纳什奇迹般地康复了，以其著名的博弈论荣获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普林斯顿的文化氛围值得我们深思！
